
























































































































































































My Story from the Field II 
曹錦清先生在《黃河邊的中國》中談到，對於調查者來說，中國逐級劃定的行政區劃
差不多是各級「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處樹立著一塊無形的「閒人
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範與村民的疑慮足以使陌生的調查者裹足難前。正式的「入場」模
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透過官方的許可與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級深入。⋯⋯另一條非正式的「入
場」途徑是︰啟用親友關係網路。 
 
他的這些經驗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做些補充。「入場」有不同的層面，通常，越高
的行政層面，越需要有正式的關係。例如，我們想到某一個縣做調查，通常需要透過正式的
途徑得到縣政府的批准。但是，如果我們只想調查一個村落，非正式的關係則可能較多地影
響田野工作。非正式關係包含著人情元素，如果村裡的一個「頭面」人物接受了你，那麼，
憑著他的面子，你的田野工作一定會十分順利。當然，非正式關係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
找到的，因此，研究者的一個重要技能是學會建構非正式關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讓被研
究的人們接受你，甚至喜歡你。實際上，不管能否找到熟人關係，讓被研究的人們認同你，
接受你，總是「入場」的關鍵，是田野工作中的頭等重要的事情。 
 
1987年，我鄉下的繼母逝世，當時我就決定為她舉辦最隆重的葬禮。和尚念經，道士
做道場，老太太們念佛，我，這場葬禮的主角，順著道統（神靈）的引導做著各種儀式，以
為我的繼母排除障礙，走向西方極樂世界。與此同時，我還不斷地向鄉親們表達我的感激與
謝意。在這神聖的葬禮中，我，一個離開了村落整整九年的城裡人，重新又被村裡人接受了。
這一事件對我後來的田野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同時，這一事件也啟示我們，一旦我們決
定做田野工作，我們就需要抓住各種機會表現自己，以更好地為田野裡的民眾所接受。研究
人員「入場」以後，與當地人頻繁接觸，開始與當地人溝通，並試圖理解當地人。 
 
這是田野工作的主要內容。實際情況錯綜複雜，應對策略靈活多樣，溝通與理解也因
人因地因時而異，其中，兩個問題值得在這裡討論。首先是「場面」問題。我的家鄉把男人
稱為「場面上人」，他們在公共場合與別人打交道，處理問題與矛盾。「場面上講話，牙齒
排排齊」，我年輕時常常聽到長輩們這樣說，提示我講話要看場面，要得體，不能到那裡都
說一樣的話。這就是說，當地人區分出了「場面上」與「場面下」兩種不同的場景，人們在
不同場景中的言論和行為都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在那裡都可以看到「場面」對於人的行為的巨大影響。正式會議上，人們
表情嚴肅，認真發言，講出了一套套的「官話」；正式採訪中，人們一板一眼地回答你提出
的各種問題，頭頭是道，讓你感受到他的精明能幹；但是，在酒過三巡以後，這些人的言論
行為可能讓你大吃一驚︰原來他們還是這樣的人諸如此類的故事每天都在我們的身邊發
生。近幾年，我們有時會吃驚地知道某人離婚了，說︰「他們不是一直很恩愛嗎？怎麼離婚
了？」再一想，想通了。原來恩愛只是「場面上」的表現，「場面下」早已吵得天翻地覆了。 
 
場面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場面文化時刻提示我們，在與人溝通時要關注「場
面」。當然，套話、官話也是真實，但是，如果我們只要那樣的真實，只要去看看報紙就行
了，還做什麼田野？田野工作的真正價值正在於可能透過那樣的「場面」去發現「場面下」
的真實，去透視那個湧動於「場面下」的生活世界，從而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人，理解人
的關係，理解社會架構。面對場面文化，研究者並不全是被動的。在田野工作中，他可以設
法「去場面化」，設法「製造」更有私人色彩的互動場景。如何去做？這是田野工作需要掌
握，需要發展的「藝術」。 
 
對「場面」的辨識為溝通與理解提供了前提，但溝通與理解中還需要體察具體的交流
情景，做到「主客位互動」。所謂「主客位互動」指的是，研究者在田野工作時要隨時靈活
地變換與對象的關係，以便使交流十分順暢地進行下去，研究者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得到最大
量的訊息。「主客位互動」比通常所說的「換位思考」有更多的內容，在這裡，研究者不僅
要做到設身處地地理解對方的立場、觀點、思想甚至感情，精心地體察他的生活處境，而且，
他還要學會一會兒站在客位的立場上說話，一會兒以主位的模式表達看法。 
 
我們在田野工作中曾經經歷過這樣的一次談話，訪談的對象是一個居委會的委員。談
話開始，她介紹了工作情況，我則站在客位的立場讚揚她的熱心和無私精神，同情她的工作
繁忙和有時「吃力不討好」的處境。她接著向我們介紹她的生活史。她講到，她剛結婚沒多
久，丈夫因無意中借錢給了一個地主親戚而被勞動改造，她也在政治上受到牽連。 
 
我打斷她的話，簡單地說了自己當年因家庭出身而受到牽連的情況，並主位地去體驗
她當時的處境。她十分感慨，話滔滔不絕。後來，她談到了她孫子讀書的問題，我們則又重
新從客位的立場幫助她出主意與她的談話結束了，她一定邀請我們到她的家裡，她說︰「我
老頭子有三年沒有說什麼話了，你們去與他談談。」我們去了，又與她的「老頭子」做了很
好的交流。這件事情過去已經好幾年了，但是，我們還記得她在談話中說︰「我這個苦，好
多人不曉得的，居委幹部不曉得的，我的兒子也不曉得的，真的不容易的。」我們真的感慨
於她向我們幾個陌生人打開了心扉。我們還記得，我們讓一個老人三年以來第一次講了許多
話。這個案例或許可以為田野工作中的「主客位互動」做一個注釋。 
 
田野工作可能讓我們搜集到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為了確保資料的信度，資料甄別是
田野實踐中必須要做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在田野中時時要保持對資料信度的敏感
性。俗話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的家鄉還有一個說法，有人在小東門看到一條蛇
指頭粗，傳到大東門，大家說有人在小東門看到一條蛇碗口粗。這些民間的說法都告訴我們
一個道理，平時我們透過語言交流的訊息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出入，甚至會有較大的出入。
我們在浙北調查時也遇到過一件事，讓人記憶猶新。為了了解解放初期鬥爭地主的情況，我
們訪談了很多當事人，結果發現，如果我們把每個人對當時情況的描述繪製成圖，那麼，鬥
爭會會場的中間人會很少。 
 
難道平時人們經常說假話嗎？難道我們在田野工作中聽到的大部分是虛假的事實
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麼，為什麼在語言交流中會出現那麼多似乎不真實的東西呢？我
們從弗洛依德的意識觀中可能會悟出一些道理。弗洛依德說︰我們想把無意識的系統比作一
個大的前庭，在這個前庭內，各種精神的衝動，作為各別的存在物，彼此摩肩接踵，擁擠在
一起。從這個前庭通向另一個較小的房間，類似一個會客室，意識就居於此。但在這兩個房
間之間的門檻上卻站著一個看守人；他傳遞個別的精神衝動，檢查它們，如果它們沒有得到
它的許可，他就不讓他們進入會客室⋯⋯。然而，那些已被看守人准許跨過門檻的衝動，也並
非必然變為有意識的；因為只有當它們成功地吸引意識顧盼它們一眼時才會發生。因此，我
們就正當地把第二個房間稱之為前意識的系統。 
 
參照這一理論，我們可以說，每個人無意識的大庭裡，貯藏著所有他所知道的訊息，
田野工作中的交流（如訪談）製造了一種場景，使與交流主題相關的訊息進入前庭，但這只
是前意識系統。只有在交流觸發了前意識系統的某一點，意識才會發生。由此可見，不管我
們是多麼高明的田野工作者，我們在田野中所獲得的訊息都只是局部的、片斷的、零碎的。
更進一步說，交流場景的觸發以及交流過程本身的複雜性還可能會曲解有限的訊息。 
 
因此，為了使我們的田野工作更有成效，我們應當採取一些措施。例如，我們可以重
複地與同一個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談同一個事件；我們應當認真辨析談話的場景對於談話的
影響，並分析這種影響的可能路徑；我們要仔細地傾聽不同的人對於同一事件的說法，從具
體事實一直到對事件的分析等等。在田野工作中我們還發現，以往的各種原始記錄常常具有
很高的學術價值。田野工作的實踐指向一個目標︰獲得更豐富、更真實、更具體的第一手資
料，以便為理論分析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四、走出田野 
 
就如進入田野不是一個瞬間的事件一樣，走出田野也是如此。我們認為，走出田野可
區分為二種情況，一是暫時的離開，一是田野工作基本結束以後的離開。我十分佩服很多人
類學家的工作，他（她）們會在工作的田野中一直住上幾個月、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1988
年開始回到自己的家鄉做田野工作，在家鄉連續居住的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個月。我經常離
開，也經常回去，這是我的工作方法。 
 
為什麼中途走出田野？除了學校的工作等等與研究本身無關的因素以外，中途走出田
野主要有二個原因︰換腦子、換角色。田野工作極富挑戰性，但是，田野工作的過程也是單
調的、繁瑣的、艱苦的。每天，我們要與當地人共同生活與勞動，見縫插針開展訪談，而一
有空餘時間，就需要把觀察到的東西和訪談的內容記錄下來。日復一日，做著同樣的事情，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漸漸感覺到，一方面，生活的細節是如此的紛繁複雜、變化多端，幾
乎無法判斷該記什麼，不該記什麼；另一方面，村落裡每天幾乎都演繹著同樣的生活，展開
著同樣的故事，走進田野，我們難以區分什麼是舊的東西，什麼是新的東西，實際上，到後
來，連我們向村民們講的話都似乎講完了，以至於不得不重複講出一些老話。田野的新鮮感
漸漸消失，困惑油然而生。有時候，甚至會有一種茫然而失的失落感，腦子糊塗起來，研究
的前景也變得模糊不清。這種時刻，我們就會收拾行旅，走出田野。走出田野，是想換換腦
子，是想在遠離田野以後重新獲得對於田野的渴望，重新喚起對於田野的好奇心和新鮮感，
重新校正研究工作的方向以及在這種方向指引下田野工作的正確路徑。 
 
走出田野的另一個原因與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角色變化相關。我們一旦進入了田野，就
獲得了角色。這種角色不是空洞的，而恰恰是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來定位的。研
究者每天與當地人進行著互動，每天的互動不斷地調整著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角色定位，從這
個意義上說，在田野工作的過程中，研究者的角色不是一旦獲得就一成不變的，而總是處於
變化之中。認識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可能使我們經常自覺地反觀自己在田野中的
角色，以便確認自己的角色是否處於最有利於田野工作開展的狀態中。 
 
在很多情況下，研究者的角色變化是微不足道的，但是， 在某些情況下，角色的變
化恰恰可能嚴重妨礙田野工作的開展在這時候，我們的策略是選擇走出田野。下面一則故事
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案例。晚飯以後，我和我的朋友曹某像前幾天一樣，來到鄉政府大樓前
的一家小店中，與常常聚在那兒的當地人閒聊。這些天的話題一直是鄉政府班子的差額選
舉，其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是現任代理鄉長。我們隨意地聊了一會兒，我的學生來了，他是一
家鄉鎮企業的廠長。他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告訴我，他串聯了工商、稅務所的幾個人，起草
了一份資料，聲援代理鄉長，今天晚上10點左右，幾個所的領導一起來找我，讓我幫助完成
這篇稿子。 
 
過了一會兒，有人叫我到鄉值班室聽電話，打來電話的是一位我十分熟悉的村支部書
記，他說，他串聯了幾個村支部書記，明天上午要「碰碰頭」，商量如何把代理鄉長「選下
去」。他請我參加，「出出主意」。這時候，我清醒地意識到，在二派爭鬥激烈的鄉政府選
舉中，我成了雙方都想爭取的對象。說實在的，我誰也不能幫，但誰也得罪不起，怎麼辦？
最明智的選擇是離開。所以，我第二天一早就坐早班汽車回到了上海。 
 
在海寧研究中，這樣的情況遇到過好幾次，每一次我都意識到，自己可能會陷入某種
人際關係的危機中。於是，我走出田野。等可能讓我陷入危機的情景過去以後，我再回到田
野。這樣，我一直與田野中的各方人員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讓我可能全面掌握田野的情
況。走出田野並不是中止研究工作，而是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化的一個節點。在研究過程中，
走出田野恰恰是為了更好地進入田野，更好地做好田野工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研究者
必須很好地利用走出田野時的寶貴時間，認真地進行理論反思。在進入田野時，我們曾經要
求「懸置」理論；走出田野以後， 我們需要接「激活」論。 
 
首先，我們在田野中記下許多故事， 寫下很多訪談記錄， 還會描述一些場景與背景。
我們在田野中會有一些意外驚喜。我清楚記得，1989年的那一天，當原聯民大隊會計打開資
料櫃，毫無保留地把資料送給我的時候，我是如何的欣喜若狂；同一年的另一天，當原聯民
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兼副大隊長周生康，無私地送給我他二十多年的私人筆記時，我是何等地
驚訝，何等地感慨，但是，我們很快發現，這些資料需要閱讀，更需要整理，而在田野中幾
乎無法做這些工作。 
 中途走出田野，應當做好資料整理的工作。這是一項十分繁瑣的工作，有時，我們還
不得不精心修補被老鼠咬壞了的那些陳年泛黃了的紙張；有時，我們會僅僅為讀通一段話甚
至讀出幾個字大傷腦筋；有時，我們還會為一些相互矛盾的說法而左右為難。其實，整理資
料也是一項需要理論並不斷地挑戰著研究者的理論水準的工作。整理資料需要有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論的指導，甚至可以說，資料的分類也與理論有關，問題只是在於研究者在多大程度
上意識到這一點─研究者的意識越清楚，越有助於做好研究工作。 
 
其次，俗話說，不識廬山真面貌，只緣身在廬山中。田野工作時間長了，研究者融入
田野深了，都可能出現「不識廬山真面貌」的困境。走出田野猶如離開廬山，為我們「識」
真面貌提供了機會。為了更好地識廬山，我們可以閱讀其他人類學家寫作的民族誌文本，因
為這些文本可能成為識廬山的一面鏡子，對照著看，比較著看，某一刻，我們會豁然開朗，
我們會領悟到一些東西。我曾經受惠於許多民族誌文本。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讓我注
意到外部力量對於理解中國農村的極其重要性；雷德菲爾德的墨西哥農村研究使我體察到日
常生活細節所可能具有的價值；安戈的《陳村》教我如何從人物與故事中去發現村落政治；
一個有關菲律賓的民族誌文本甚至讓我知道，育兒模式也可以成為透視文化的極好角度⋯⋯。 
 
第三，當然，最重要的工作是要閱讀理論，我們認為，每一種好的理論都可能為我們
理解生活世界提供一個視角。一種理論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看到一片不同的風景。
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掌握得越多，越好，我們越可能從原始資料中挖掘出具有學術理論價
值的東西。但是，我們一定需要防止用現有的理論去形塑資料，讓資料變成說明理論的工具。
要想防止這一缺點，我們需要樹立「資料第一」、「一切從資料出發」的理念；我們還要十
分熟悉資料。實際上，資料本身有其原始的邏輯，如果我們把那些田野故事爛熟於心，從最
基本的學術規範出發，我們不會為了理論分析而把故事弄得支離破碎。甚至為了對得起田野
中的當地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們也不會允許把來自田野中的鮮活的生活之樹，支解成
枯死從而沒有生命活力的樹枝。 
 
五、文化自覺與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 
 
在歐洲、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都已經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
創造了很多有影響的理論和一整套比較成熟的研究方法。學術的發展應當汲取迄今為止人類
所建樹的一切，就此而言，中國的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發展不僅要學習西方的理論，還要
掌握西方的研究方法。但是，社會科學研究終究與「純科學」有很大的區別。我們固然欣賞
西方巨視社會理論的精湛表達、嚴密邏輯甚至從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智慧，但在很多情況
下，當我們試圖用這些理論去解釋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現實的時候，我們卻發現，這些理論更
適合於經院式的智力遊戲，難以為中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描出清晰的演化路徑。 
 
早在十多年前，黃宗智就提出，不只是理論本身，而且，那些「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
共同承認的、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都遇到了問題。他說︰「近數十年的累積的實證研
究動搖了這些信念，導致了當前的規範認識危機。」80年代後期，當我離開哲學，走進田野
的時候，我也直覺地意識到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之間有太大的距離，我也懷著這樣的理
想︰透過扎實的田野工作，去創造一套中國社會的中國說法。這是對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文化
自覺，這種文化自覺引導我們去反思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應當做什麼？應當如何做？ 
 
首先，中國社會學研究要有中國的問題意識。一個星期以前，我去了浙江餘姚的河姆
渡遺址，我們的祖先七千年前製造的器物令我嘆為觀止，中國數千年的衣冠文物世代相傳，
形成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文化道統。此外，中國經歷了毛澤東時代，不管人們怎
麼說這個時代，但這個時代留下了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新道統」。二種
道統相互交織，不斷地演繹出當代中國的奇蹟和當代中國的問題──這應當成為我們研究的
原點，因為唯有從這裡出發，學術之樹才可能根深葉茂，理論分析才有扎實的基礎。 
 
其次，「田野偏好」與社會學發展。或許，「田野偏好」與我個人的研究路徑有關，
但我仍然認為，在討論社會學研究本土化時，我們需要特別強調本土的田野工作，需要有田
野工作的文化自覺。田野工作可能最有效地揭開「場面文化」的面紗，描繪日常生活的本來
面貌，從而為今天和明天的學術研究，提供最有歷史價值的資料。田野工作可能為我們理解
全國各個不同生態區域的社會和文化，提供最真實的畫面，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我們做定量問
卷的重要前提。不僅如此，恰如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一樣，基於田野工作的民族誌本
身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第三，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創新。在田野工作中，成熟的研究方法遭遇到中國田野場景
的挑戰︰「入場」遭遇到人情與關係網；在田野中的交往遭遇到「禮尚往來」的陳規；訪談
遭遇到「場面文化」的阻隔⋯等等。因此，要想做好實證研究，規範的研究方法是重要的，
對田野場景的理解與認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試圖實現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創新。唯有
把中國本土的文化元素有機地溶入到規範的研究方法中，唯有學會在中國的田野場景中靈活
地使用研究方法，才能做好實證研究。這需要我們付出巨大的努力。 
 
第四，歸納與演繹的循環。「規範認識危機」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許多主流的理論
難以解讀中國，或者說，中國學術至今仍沒有進入主流的世界。另一方面，道統中國的學術
模式從思維模式，一直到文本呈現模式都十分獨特。這給今天的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
難，在理論創新方面尤其如此。田野工作的實踐告訴我們，理論創新既不是純粹的歸納，也
不是純粹的演繹，而是歸納與演繹的循環。這種循環能走多遠，能得到什麼樣的學術成果，
有時候可能取得於直覺，所以，我有時寧可把田野工作稱為藝術。 
 
有位學人說，社會學研究「越是中國的，就越是國際的」。田野工作的文化自覺，引
導我們去體察研究的文化場景，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引導我們根據自覺的文化體察去開展
研究──二者都導向一個目標︰去腳踏實地地做好中國的研究。這種導向是值得提倡的，因
為這是中國學術走向國際的最好途徑。 
 
